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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西曲歌》所见南朝长江中游之城市经济发展
王 玲

(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经济学院，湖北 武汉 430073)

摘 要:《西曲歌》产生于南朝时期的荆、郢、樊、邓之间，虽为乐府民歌，但它鲜少反映民间疾苦，盖因其诞生地
并非穷乡僻壤，而是城市。它以长江中游地区的城市为描写对象，城市经济的发达、商业贸易的繁荣、市民的游乐、
贾客商旅的离情别绪、城市的声色之娱等等在《西曲歌》中皆有反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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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
南朝时期长江中游主要包含荆、雍、郢三州，地

理位置优越，交通便利。其水路有长江沟通东西，又

有汉水连结南北，加之湘、资、沅、醴四水以及夏水、
阳水、丹水、均水、沮水、漳水等河流与长江、汉水交

汇，船行极为便利［1］; 其陆路则有荆襄驿道，起止于

关中与江陵，自西周以来即为中原与南方交通的最

便利快捷的路线。交通运输作为重要的影响因素始

终与区域经济的空间结构紧密相联，成为区域经济

发展和空间扩展的主要力量之一。长江中游地区水

路与陆路纵横交错，构成了四通八达的交通运输网

络，这个交通运输网络极大地提高了这一区域的通

达性①，使其与东西、南北之间以及本地区各郡县之

间的联系皆十分通畅。汉末以来，这种地理位置成

为长江中游地区政治地位与经济地位提升的重要基

础。首先，长江中游地区战略性城池纷纷出现，并在

随后发展成为新的城市。其次，甲兵尽聚，流民散

处，加大了当地经济开发的广度与力度，农业得到较

快发展。最后，基于军事目的发展起了造船业与冶

铸业，并由此带来了手工业的兴盛。在此基础之上，

各朝统治者以及地方官吏复采取了一些积极的措施

发展经济，使得长江中游( 荆州) 与长江下游( 扬州)

经济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，《宋书》卷五十四言:

自汉氏以来，民户凋耗，荆楚四战之
地，五达之郊，井邑残亡，万不余一也。自
义熙十一年司马休之外奔，至于元嘉末，三
十有九载，兵车勿用，民不外劳，役宽务简，
氓庶繁息，至余粮栖亩，户不夜扃，盖东西
之极盛也。
其时“荆、扬二州，户口半天下”［2］1738，二州的州

治江陵与建康成为长江流域最为繁华的城市，“荆

城跨南楚之富，扬部有全吴之沃”［2］1540。齐、梁之

时，荆、扬地区经济仍继续发展，梁时荆州江陵还一

度成为首都所在地。
经济的发展、城市的繁荣，加上相对安定的生

活，遂 在 长 江 中 游 诞 生 出 了 南 朝 民 歌———《西 曲

歌》。《乐府诗集》收录有《西曲歌》34 首，或为舞

曲，或为倚歌，主要产生于南朝时期的荆、郢、樊、邓
之间。如《西鸟夜飞》、《江陵乐》出于江陵，《襄阳

乐》、《襄阳蹋铜蹄》出于襄阳，《石城乐》、《莫愁乐》
出于竟陵，《三洲歌》出于巴陵，《寿阳乐》出于寿阳，

《寻阳乐》出于寻阳等等，大抵以长江中游与汉水沿

岸的城市为主要描写对象。城市经济的发达、商业

贸易的繁荣、市民的游乐、贾客商旅的离情别绪、城
市的声色之娱是《西曲歌》歌咏的主要内容。

南朝长江中游的商品贸易以襄阳、江陵为中心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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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初步形成了以襄阳、江陵为中心，遍及长江中游各

郡县的城市贸易网络。从《西曲歌》中 可 以 略 窥

其貌。
襄阳扼汉水而立，上通雍、梁，下通江、扬，又有

唐白河可通司、豫，由于地处南北水陆交通要冲，故

为人物荟萃之所，物资聚散的一个重镇，商品贸易因

而盛起来。汉末刘表治襄阳时，“百工集趣，机巧万

端”，手工业者云集，“交扬益州，尽遣驿使”［3］，其商

品贸易已延伸至东西南北各个地区。南朝时襄阳为

雍州刺史治所，商品贸易较之前朝更为兴盛，南朝齐

武帝布衣时曾游历过襄阳，称帝后追忆襄阳乐事，作

有《估客乐》，梁改其名为《商旅行》，从曲名即可知

是缘于商业兴盛而作。也正由于商业的繁荣，襄阳

成为《西曲歌》的策源地之一。
《襄阳乐》歌云［4］703 :

朝发襄阳城，暮至大堤宿。大堤诸儿
女，花艳惊郎目。

上水郎担篙，下水摇双橹。四角龙子
幡，环环江当柱。

江陵三千三，西塞陌中央。但问相随
否，何计道里长。

人言襄阳乐，乐作非侬处。乘星冒风
流，还侬扬州去。
郭茂倩题解引《古今乐录》曰:“《襄阳乐》者，宋

随王诞之所作也。诞始为襄阳郡，元嘉二十六年仍

为雍州刺史，夜闻诸女歌谣，因而作之，所以歌和中

有‘襄阳来夜乐’之语也。”歌中“郞”的身份显然是

商人，他们从襄阳出发，途中有大堤、江陵、扬州三个

重要贸易点。大堤位于宜城境内，据《水经注·沔

水》载，沔水自襄阳南过宜城县东，宜城乃“故鄢郢

之旧都，秦以为县，汉惠帝三年，改曰宜城”。其地

人杰地灵，史载“襄阳郡岘首山，南至宜城百余里，

其间雕墙峻宇，闾阎填列。汉宣帝末年，其中有卿、
士、刺史二千石数十家”［5］。其地经济开发较早，楚

国时已修建了灌溉工程长渠与木渠，后汉王宠任南

郡太 守 时，又“凿 蛮 水 与 木 里 沟，溉 田 六 千 余

顷”［6］484。当地人口殷盛，交通便利，宜城大堤便成

为商业繁盛之所，这在梁简文帝萧纲的笔下就有描

写。普通四年( 523 年) 至中大通二年( 530 年) 萧纲

为雍州刺史，镇襄阳，期间作《雍州曲》3 首，其《大

堤》云:“宜城断中道，行旅极留连。出妻工织素，妖

姬惯数钱。”自汉末战乱以来，北方流民大量南下，

宜城因地处汉水沿岸，成为流民迁居的一个据点，宋

时因流民较多之故，侨立华山郡蓝田县于宜城大堤，

安置以康氏家族为首的三千余家胡人。胡人善于经

商，他们迁居到宜城，利用宜城“断中道”的地理位

置进行广泛的商业活动。胡族妇女，即人们称为

“胡姬”者当街买卖是十分常见的事情，尤以“沽酒”
最为有名，常常进入文人的诗歌当中，如“胡姬沽酒

谁论价”之句。简文帝笔下惯于数钱的“妖姬”大概

很多亦来自于此。襄阳与江陵陆路步道五百里，水

路“千数百里”，颇为不便，西晋杜预乃开杨口，将杨

水、夏水、汉水相连，东晋时刺史王敦在江陵“凿漕

河通江汉南北埭”［6］398，这两项水利工程使得襄阳与

江陵之间的水路大为便利，而且从襄阳往返都城所

在地扬州贸易必经江陵，故襄阳与江陵之间的经济

联系甚为密切，《襄阳乐》中所反映的就是水上贸易

之状况。
南朝江陵是荆州刺史治所，梁时一度为都城所

在地，是堪与建康相比的繁荣都市，史称“荆城跨南

楚之富，扬部有全吴之沃。渔盐杞梓之利，充仞八

方，丝绵布帛之饶，覆衣天下”［2］1540。江陵的沿江贸

易在三国时就颇具规模，如吴主孙休在位时，“州郡

吏民及诸营兵……皆浮船长江，贾作上下”［7］。扬

州是江陵贸易的重点地区，众多的商贾沿长江上下，

在江陵与扬州之间“年年逐利西复东”。《西曲歌》
中有很多对此种商贸活动的反映。
《那呵滩》歌曰［4］714 :

沿江引百丈，一濡多一艇。上水郎担
篙，何时至江陵。

江陵三千三，何足持作远。书疏数知
闻，莫令信使断。

闻欢下扬州，相送江津弯。愿得篙橹
折，交郎到头还。
郭茂倩题引《古今乐录》曰: “《那呵滩》……多

叙江陵及扬州事，那呵，盖滩名也。”《宋书·州郡

志》曰 荆 州 治 所 江 陵“去 京 都 水 三 千 三 百 八 十

( 里) ”，《懊侬歌》曰“江陵去扬州，三千三百里。已

行一千三，所有二千在”［4］667，则所谓“江陵三千三”
正是指江陵与扬州之间的水路行程，扬州在长江下

游，故云“下扬州”，从扬州到江陵乃“上水”，须用纤

绳拉船逆水而上，故曰“沿江引百丈”，速度自然很

慢，故有“何时至江陵”之叹。江津，“故城在今荆州

江陵县东”［8］，东汉时设有江津长，主渡江南诸州贡

奉。由于江水至江津后变大，非方舟不可涉渡，沿江

上下皆需在江津换船，故使江津成为人口往来与商

贸往来的一个固定渡口。南齐荆州刺史萧嶷离江陵

返都，“发江津，士女观送数千人”［9］408，刘孝绰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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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江津寄刘之遴诗》，阴铿亦作有《江津送刘光禄不

及》，其诗云: “泊处空余鸟，离亭已散人”［10］，此是

普通民众利用江津渡口往来之状况。江津还是一个

很大的航运码头，停泊着许多船只，《西曲哥·石城

乐》歌曰:”布帆百余幅，环环在江津”［4］698。可见，

平常在江津聚集的商船有上百艘。很显然，这种大

型码头的存在必然使得江津成为一个人口流动的中

转站，四方物资的集散地。《那呵滩》所云之“闻欢

下扬州，相送江津弯”，讲的就是商人从江陵出发到

扬州与情人在江津告别的情景。商船大小不一，

“大艑载三千，渐水丈五余”［4］698。船上所载货物大

多是米、帛、布、绢之类，亦有部分奢侈品。
江陵往扬州必经巴陵，因而巴陵亦为一个重要

商埠，《三洲歌》产生于此。《古今乐录》言: “《三洲

歌》者，商客数游巴陵三江口往还，因共作此歌”，其

词有“送欢板桥弯，相待三山头。遥见千幅帆，知是

逐风流”［4］707。为商旅生活的真实写照无疑。
“夫用贫求富，农不如工，工不如商，刺绣文不

如倚市门”［11］，“农夫税多长辛苦，弃业长为贩卖

翁”［4］702，终日辛苦劳作而仍不免于饥寒的现实促使

大量的农民弃农从商。然而，经商的高回报在某种

意义上意味着高风险及与亲人的聚少离多，从荆州

入蜀或者下扬州的经商之路路途遥远、危险重重，

“高山有疾路，暗行终不疑。寇盗伏其路，猛兽来相

追。金玉四散去，空囊委路歧。扬州有大宅，白骨无

地归”［4］702。因而，频繁的水上贸易既带来了荆州商

业的繁华，亦为无数的贾客、船户之家带来了无尽的

离情与相思。《西曲歌》表现此类缠绵别情之曲尤

多，如《石城乐》: “闻欢远行去，相送方山亭。风吹

黄蘖藩，恶闻苦离声。”《莫愁乐》: “闻欢下扬州，相

送楚山头。探手抱腰看，江水断不流。”此类民歌皆

叙伤别望归之思。
二

经济的繁盛、生活的安定带来了歌舞游乐的发

达。无论在乡间还是在城市，“凡百户之乡，有市之

邑，歌谣舞蹈，触处成群。”［2］2261 城市之中更是一派

歌舞和乐之象，“都邑之盛，士女富逸，歌声舞节，袨

服华妆，桃 花 绿 水 之 间，秋 月 春 风 之 下，盖 以 百

数。”［9］913人们享受着生活，歌颂着生活，曾经的侨居

之愁、战乱之忧、分离之苦已在眼前的歌舞升平中渐

渐淡却。城市民众的这种游乐生活在《西曲歌》中

有许多反映。
《江陵乐》就反映了春天时节荆州中心城市江

陵人民的“蹋百草”活动，其歌曰［4］710 :

不复蹋踶人，踶地地欲穿。盆隘欢绳
断，蹋坏绛罗裙。

不复出场戏，踶场生青草。试作两三
回，踶场方就好。

阳春二三月，相将蹋百草。逢人驻步
看，扬声皆言好。
“蹋百草”乃荆襄地区一种禳灾习俗，传说踩踏

百草露水，可以祛毒去热。阳春三月，草长莺飞，花

团锦簇，春光明媚，人们“相将踏百草”，欢快的舞蹈

引 得 路 人 驻 足 而 观，大 声 叫 好。又 如《石 城

乐》［4］689 :

生长石城下，开窗对城楼。城中诸少
年，出入见依投。

阳春百花生，摘插环髻前。捥指蹋忘
愁，相与及盛年。
《唐书·乐志》云: “石城乐者，宋臧质所作也。

石城在竟陵，质尝为竟陵郡，于城上眺属，见群少年

歌谣通畅，因作此曲。”可知《石城乐》是在民歌的基

础之上创作而成。上引二曲与《江陵乐》类似，词中

女主人公活动的背景亦是春天百花盛开时节，人们

出门游乐、踏青、歌唱。《襄阳乐》、《雍州曲》对于市

民的 游 乐 生 活 亦 有 反 映，如 梁 简 文 帝 制《北

渚》［4］705 :

岸阴垂柳叶，平江含粉蝶。好值城傍
人，多逢荡舟妾。绿水溅长袖，浮苔染
轻楫。
类似还有《南湖》［4］705 :

南湖荇叶浮，复有佳期游。银纶翡翠
锔，玉舳芙蓉舟。荷香乱衣麝，桡声送
急流。
汉末以来，传统的礼制规范在战乱中分崩离析，

曾经被礼教牢牢束缚在闺阁中的女子开始广泛地参

予社会生活，进行了丰富多彩的社交活动，呼朋引

伴，游山玩水，饮酒谈诗，而且男女之间的交际也多

有放达、不拘行迹之处。出现在简文帝笔下的“荡

舟妾”应该不只是那些专事情色交易的女子，也包

括跨出闺门的普通女性。
“货财盛则声色辏”，为适应城市里有钱阶级及

商贾的需要，荆州城市的声色之娱随之而生。对伎

乐生活的描写在《西曲歌》中随处可见，如简文帝

《乌栖曲》［4］695 :

青牛丹毂七香车，可怜今夜宿倡家。
倡家高树乌欲栖，罗帷翠被任君低。

织成屏风金屈膝，朱唇玉面灯前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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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看气息望君怜，谁能含羞不自前。
梁元帝亦作有《乌栖曲》［4］695 :

浓黛轻红点花色，还欲令人不相识。
金壶夜水讵能多，莫持奢用比悬河。
梁元帝萧绎普通七年( 526 年) 至大同六年( 540

年) 为荆州刺史，太清元年( 547 年) 复为荆州刺史。
“南朝乃一声色社会”［12］200，贵族、官僚出入娼家亦

属常见，上述三曲即是源于此种生活而作。另如前

文所引《襄阳乐》:“朝发襄阳城，暮至大堤宿。大堤

诸儿女，花艳惊郎目。”若言行乐处，当需大堤行，大

堤花月夜名盛天下，“大堤女儿郎莫寻，三三五五结

同心。清晨对镜冶容色，意欲取郎千万金”［4］704。一

直到唐代，大堤仍是男子寻欢作乐的重要去处，有歌

云:“南国多佳人，莫若大堤女。玉床翠羽帐，宝袜

莲花炬”、“二八婵娟大堤女，开垆相对依江渚。待

客登楼向水看，邀郎卷幔临花语。……岁岁逢迎沙

岸间，北人多识绿云鬟”［4］705等等。
《西曲歌》在描写声色犬马生活时更多地是从

上层士人的视角出发，故而多是热闹、繁华与欢愉，

也有少量作品表现出对这些不幸女子的悲悯情怀。
如《寻阳乐》［4］718、《夜渡娘》［4］716 :

鸡亭故侬去，九里新侬还。送一却迎
两，无有暂时闲。

夜来冒霜雪，晨去履风波。虽得微叙
情，奈侬身苦何!
这清楚记载着娼女对卖笑生涯的辛酸控诉。

《西曲歌》虽为民歌，但底层劳动人民的生活悲

苦在这里甚少见到，34 首《西曲歌》中真正反映普通

百姓劳动生活的唯《采桑度》七首，如“春月采桑时，

林下与欢俱。养蚕不满百，那得罗绣襦。”“伪蚕化

作茧，烂漫不成丝。徒劳地所获，养蚕持底为?”［4］709

城市生活成为《西曲歌》描述的主题，这是因为《西

曲歌》的发源地并非穷乡僻壤之区，而是城市，萧涤

非云:“南朝民间乐府……而乃以城市都邑为其策

源地者。如《吴歌》盛行之建业，《西曲》发源之荆、
襄、樊、邓，前者既系当日首都，后者亦为重镇。今观

其词，……若《西曲》，则其中有《襄阳乐》焉，有《石

城乐》焉，有《寻阳乐》焉，有《江陵乐》焉，皆以城名

为 曲 调 之 标 志，其 为 出 于 城 市，实 至 显 而

易见。”［12］198

另外，《西曲歌》歌词大多是热情洋溢的情歌，

这也跟城市的繁华分不开。“居住在这些物质条件

好、交通畅达的城市里的市民们，生活一般比较优

裕，礼教对他们约束力小，他们的思想比较自由大

胆，这是产生热烈情歌的主要条件”［13］。宋、梁之时

“以荆、雍为南方重镇，皆王子为之牧。江左辞咏，

莫不称之，以为乐土”［4］724，号为“乐土”的江陵、襄
阳、石城等城市正符合了这种情歌产生的条件。城

市本易流于声色，故其“歌词多淫哇不典正”［2］552，

对于声色情爱不仅表现得非常大胆而且十分露骨，

有时不免流于低俗。

参考文献:

［1］ 杨守敬． 水经注疏［M］． 南京: 江苏古籍出版社，1989．

［2］ 沈约． 宋书［M］． 北京: 中华书局，1974．

［3］ 严可均． 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［M］． 北京: 中华书局，

1958: 11262．

［4］ 郭茂倩． 乐府诗集［M］． 北京: 中华书局，1979．

［5］ 乐史． 太平寰宇记［M］． 北京: 中华书局，2007: 2816．

［6］ 王象之． 舆地纪胜［M］． 台北: 文海出版有限公司，1971．

［7］ 陈寿． 三国志［M］． 北京: 中华书局，1959: 1158．

［8］ 范晔． 后汉书［M］． 北京: 中华书局，1965: 128．

［9］ 萧子显． 南齐书［M］． 北京: 中华书局，1972．

［10］ 逯钦立．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·梁诗: 卷十六［M］． 北京: 中华

书局，1983．

［11］ 司马迁． 史记［M］． 北京: 中华书局，1975: 3274．

［12］ 萧 涤 非． 汉 魏 六 朝 乐 府 文 学 史［M］． 北 京: 人 民 文 学 出 版

社，1984．

［13］ 王运熙． 乐府诗述论［M］． 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6: 27．

( 责任编辑 程 苹)

671

中南民族大学学报( 人文社会科学版) 2013 年第 6 期


